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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若论以忠贞和智

慧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者，恐怕非诸葛

孔明莫属。立德方面，诸葛亮身上忠

贞仁爱的圣贤气象，感染了自帝王将

相到市井平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人；立功方面，作为蜀汉丞相，诸葛

亮为汉室开疆扩土、逐鹿中原立下的

汗马功劳自不必言；立言方面，除了

流传千古的 《出师表》，他的 《诫子

书》 也成了中国古代家书最优秀的代

表作。

何样之人，何样之文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

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不管是在历代文人的笔下，还是

在民间百姓的口耳间，这位孔明先生

早已成为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诸葛亮写下 《诫子书》 是在公元

234 年，时年 54 岁，儿子 8 岁。彼

时，距刘备驾崩已有 12 年，“兴复汉

室，还于旧都”的抱负似乎慢慢成

空，后主刘禅依然不像是一个明主贤

君，所以“朝政巨细，皆决于亮”。那

么，诸葛亮究竟是如何在临终之年将

最宝贵的人生经验殷殷嘱托给幼子

的？短短的八十六字，又寄托和诠释

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至理？

《艺文类聚》版的《诫子书》全文

如下：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

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

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

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

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核心目标：示儿做君子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文化的核

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文化的人

格理想是君子之道。《诫子书》开门见

山，以“夫君子之行”开篇，让我们

一目了然：诸葛亮为儿子树立的一个

根本目标，正是做一位“君子”，全篇

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

事实上，君子的概念，在西周时

期特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时

至孔子，“君子”才成为儒家人格的典

范和标尺，人们开始称呼那些有德之

士为君子。

有不少人质疑君子人格在当今社

会的价值，也曾有“卑鄙是卑鄙者的

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

样的诗句流传。然而，幽默的鲁迅先

生却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

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为什么我们理应崇尚君子？首

先，从大处讲，是否确立和推崇君子

人格，直接关系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健

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

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中华文化，就是

要寻找和优化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

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践行君子之道，

中国人的灵魂才会找到故乡。

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来讲，只

有做个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恒久的

力量、安宁和喜悦。正所谓“君子固

穷”、“君子坦荡荡”。在面对人生的困

境乃至于绝境的时候，唯有真君子才

能有所坚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

柏屹立不倒。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如果说

通往君子之境的路是由一对铁轨铺就

的，那么一边的轨道是“静”，另一边

就是“俭”。

君子静以修身

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中，安静

的人常常显得格格不入，今人对于

“静”的内涵也缺乏深刻的理解。

老子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

的主宰。一个人若想成为君子，首先

就要具备静定的力量，保持内在自我

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任何有所成就

的人，都必然具备高度专注的能力和

恒久的耐心。反过来讲，不能守静，

是因为人经不住外在的各种诱惑，被

欲望所牵引和绑架。修身首先在于正

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

其正”，《大学》 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

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语中，静和

净曾经是通用的，一个人安安静静，

不急不躁，恰恰也说明他心地的纯

净，没有很多的私心杂念，没有过分

的奢求和欲望。我们要先降伏这烦躁

的心，才能致虚极，守静笃。

我们常常以镜喻水，说水面如镜

可以映出世间万物，然而，这种映射

唯有平静的水面才能，波涛汹涌的水

永远都无法做到，是因为其间充满了

泡沫。对人来讲，道理其实一样——

静水流深，静能生慧。

君子俭以养德

除了静，诸葛亮要强调的另一个

修身重点是俭。在生产力低下、物质

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君子首先

是爱物惜物的，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

畏，也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因此古

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俭已经过时

了，更有甚者，还会鼓吹“有消费才

能促进生产”“越会花钱的人才越能赚

钱”等。

《左传》 上说：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当下社会，很多人热

衷炫富，在他们眼中，占有更多、更

高级的物质就是成功的标志。古人讲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当一个人

内心缺乏力量，没有对于“道”的理

解和认同，就会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所牵引，以满足物质欲望为最高追

求，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从其大体

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近些年被

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

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当贪求而落马的，

这也正验证了 《周易》 所说的“君子

以俭德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俭”的意义远不

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和简朴，它更蕴

涵着深刻的精神价值。《说文》 上讲

“俭，约也”。这个“约”是约束克制

的意思，这种约束不只是说物质上

的，更指语言、思想、行为方方面面

的“约”。

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

的，选择一种“俭”的生活方式，不

仅意味着物质方面的简约，更意味着

减少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减少那

些君子所不齿的夸夸其谈，减少那些

浅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气神

留在对生命有积极影响和意义的事

情上。

君子之志，修齐治平

诸葛亮教诲儿子“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志和远又

是指什么？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君

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必将确立宏图伟志于更广阔之

处。事实上，除了《诫子书》，诸葛亮

还有一部《诫外甥书》，开篇即为“夫

当志存高远”，可见他对于后辈确立正

确和远大志向极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

为，立志就是确立职业理想，或者就

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扬美名，其

实，这是把欲望和志向混为一谈了。

梁漱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告诫年轻

人要将欲望和志气区分开来，“必须不

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

是真志气”。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

了个人对一己功名利禄的满足，一定

紧紧围绕一个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

升，旨在“止于至善”。

回顾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

们从 《出师表》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

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他

自己的人生追求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

闻利养。陈寿在 《三国志》 中写到了

诸葛亮在年轻时常以管仲、乐毅自

比。对此，“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

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也就是

说，只有崔州平和徐庶两个人认同诸

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阳明 12岁时立志“读书

做圣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说

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

常常为世人所不解。但历史上真正被

人铭记的圣贤，所秉持的一定是“计

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的

信念。

静、俭、志、学的内在
逻辑

事实上，静、俭、志、学这四件

事是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非学无

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向的人

就可以静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不

忘初心、稳如磐石，如如不动。正如

《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

没有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积累，志

向会成为空头支票。没有宏伟的大

志，人又不容易以“俭”抵御声色犬

马的诱惑。

静与俭之间亦是一对孪生兄弟，

“静”是从内在说，“俭”是从外在

说。不管是静还是俭，都是在考验一

个人面对各种不良诱惑的自省、自知

和自持，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固本培

元，开源节流。

圣贤终驯致

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刻体察的智

者，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所以在《诫子书》的结尾，他反

复叮嘱幼子万不可“淫慢”“险躁”，

如果不能坚定意志、珍惜时间，就会

导致“悲守穷庐”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当我们站在公

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历史，可以

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诸葛亮写下

《诫子书》 29 年之后，魏国将军邓艾

征西，在与邓艾的交战中，38岁的诸

葛瞻与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

在绵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寿”。如今，绵竹纪念诸葛瞻父

子的诸葛双忠祠，与成都纪念诸葛亮

的武侯祠遥遥相对，不禁令人慨叹：

短短的一部《诫子书》，连接了祖孙三

代忠贞仁勇的光明气象，也感召了无

数后世的中国人。

《诫子书》 中的修身齐家思想
社会生活中较常见的是，执法

者面对亲旧故友们犯事，往往因碍

于情面而网开一面。而那些故旧

们，也往往因为“朝中有人”，而随

心所欲无所顾忌，犯起事来似乎比

一般人更来得理直气壮，甚而有恃

无恐。今天所谓“保护伞”就包括

这种对故旧的包庇徇私。

在这方面，古代雄主同样处理

得公私分明，让后人警醒自照。

据《魏书》记载，曹操的堂弟

曹洪，有个门下宾客，在许都境内

屡次犯法。估计这人仗着自己有后

台，满不在乎。当时的许都令满

宠，不知是否忖度过他的后台有多

硬，自己是否硬得过他，反正是逮

捕了这个犯事的家伙。这一抓不要

紧，后台曹洪立马就给满宠写信求

情，但满宠却不理睬他。

曹洪急了，就直接捅到了曹操

那里。估计他心里想，我让你放人

你不放，我的面子你不给，自然有

人的话你会听，有人的面子你得

给。曹操听到了这个信息，便召见

许都的主要官员来开会。满宠一看

这阵势，完全是想要让他放人的节

奏啊，便二话不说，立即把这个宾

客处死了。曹操一看满宠这快刀斩

乱麻的做法，便高兴地说道：“当事

不当尔邪！”他的意思是，负责任的

官员，就应该这样做，不能讲情面。

这事因为历史记载较为简略，

因而曹操的言行有多种可能性分

析。比如，召见官员来开会，这未

必就是要逼着满宠放人。以常理之

心度之，如果真是想放人，直接让

人告诉满宠就行了，根本不必把主

要官员都召集起来开会研究。更大

的可能性是，曹操很善于借机行

事、借机造势。或许是想让大家一

起来议论议论，这人该不该放。然

后他再顺势，看谁占理就顺应谁。

但满宠断定他想放人而直接把人杀

了，估计是打乱了他的部署，他便

借此事来夸赞满宠的尽忠职守、当

断则断，这符合他一向的机变心

思。但不管怎么说，设若曹操一贯

徇私枉法，又怎会有满宠这样的尽

忠正直之臣？或许正是曹操不以私

废公的德能，才让满宠“有恃无

恐”，杀掉犯事的宾客而无惧。

在相当意义上说，居上位者，

做到公私分明、秉公守法，就会成

为所有秉公执法者的“靠山”和

“后台”，就能让秉公执法者有勇无

畏，那些黑恶势力、仗势欺人者的

所谓“保护伞”“靠山”“后台”再

硬，又哪里硬得过最高位者？怕的

是，居上位者公与私的天平会有所

偏斜，这就为其亲朋故旧无法无

天、为所欲为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

从历史记载来看，唐太宗面临

的公与私的难题很多，有不少故旧

就犯了事。然而，即便如有千古贤

名之唐太宗者，在故旧犯事后，也

难免有同情怜悯之心、网开一面之

意。由此亦让后人感悟，在公与私

问题上的抉择，并不是一件易事，

决不是讲清道理这么简单；能够做

到公私分明、大公无私，的确无愧

于其伟人之名号。

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污

事发，结果被免职了。这本是罪

有应得，但腐败者不这么想，总

是想走个后门，希图自己可以逍

遥法外。于是他打出了一张故旧

牌——秦王府僚，给李世民上表

陈情。太宗想到他的往事，就动

了怜惜之心，想让他官复原职算

了 。 关 键 时 刻 ， 还 是 魏 征 的 进

谏，让李世民醒悟了。

魏征说，现在秦王府的旧僚

属，在朝廷内外任职的人有很多，

“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

惧”。他的意思很明显，你这个口子

一开，只怕收不回来了，只会越来

越大，一个庞相寿贪污你复他原

职，就会有十个、百个庞相寿们犯

事来求情，这么做下去，天下还要

不要？太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

不仅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说的

一番话今天听来仍是振聋发聩：“我

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

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四海

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其意正在于

处在秉公之位，岂能为故旧徇私？

接下来，遇到类似问题，唐太

宗自己就能守住定盘星，不再摇摆

不定了。比如，635年，岷州都督

高甑生延误了军期，李靖便弹劾

他。一个犯事，一个弹劾，本是正

理。但犯事者不想就此束手，诬告

对方是他们常用的伎俩。高甑生衔

恨，找了些理由诬告李靖谋反。在

昌明政治之下，这种诬告一般没什

么用，所以真相迅速被查明。高甑

生获罪，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这

时候有人就说，甑生是秦王府的功

臣，应当“宽其罪”。

李世民的一番话，说得很是义

正词严。他说：“甑生违李靖节度，

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

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

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

乎！我于旧勋，未尝忘也，为此不

敢赦耳。”这三段论，观点明晰，由

具体到一般，再上升到说理，句句

击在那些说情者的要害：于法而

言，这样都宽恕，那法律就不管用

了；于功臣而言，此口一开，都来

违法，如何去约束；于他自己而

言，正是因为不忘有功之臣，才不

敢赦免犯事者，如果这样做，就既

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又是对法度的

破坏，怎么对那些功臣、对天下人

交待？

唐以后，宋朝专制制度强化，由

此，中央监察制度也有所调整。提高

侍御史的地位，不再是御史台的属

官，台院实际上名存职废，使得唐朝

以来御史台三院的组织结构出现了合

并的趋势，为元明清三院合一的体制

改革提供了先验。

地方建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

监司是路一级监察机构，监司长官对

地方官的失职行为或自行处理，即所

谓“按治”；或“按劾以闻”，即上奏

弹章以待上裁；而更多的是“申尚书

省”，通过行政诉讼加以解决。至于通

判，专事监察知州及所部官吏。仁宗

曾指出：“州郡设通判，本与知州同判

一郡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举奏

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的建立，使

监察网络进一步宽广。

宋朝的监察立法以地方立法为

主，以皇帝颁发的诏、敕、令为主要

的法律形式。从南宋时期的 《庆元条

法事类》 中可以看到，里面存在丰富

的监察法律规范，尽管略显分散，但

其内容较之汉唐充实，立法技术也有

所进步。

元朝虽然并不是奉法为治的朝

代，但是由于监察广大汉官和克服蒙

古贵族恃权妄为，却发展了监察制

度。地方于西北和江南设御史台，作

为地方最高监察机关。元世祖曾说：

“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

朕医两手的。”表示他对监察机关——

御史台的重视。

明朝建立以后，中央监察体制有

所改革。以都察院取代御史台，以统

一监察权限。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

六部成为直属于皇帝的中枢机关，为

了加强对六部的监督，特设六科监察

组织，专掌六部监察事宜，从此科道

合一，同为监察机关。明太祖在建国

之初，便表示他对监察官的重视，朱

元璋明确表示：“中书省掌政事，都督

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官。”

明朝的御史巡按制度对于地方吏

治起了重要作用，巡按御史的职权范

围主要是考察官吏，奏劾官邪，翦除

豪蠹，肃振纲纪；巡视仓库，查算钱

粮；考察隐逸，举荐人才等。著名的

清官海瑞就以巡按地方翦除贪官劣绅

著称。

明朝的监察法由单行法规趋向系

统化，从太祖洪武时期开始立法，至

英宗正统年间，已编制成颇具规模的

《宪纲条例》，共四十条，已有总则与

分则的初步划分，反映了立法技术的

进步。

清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监察制度

建设，着意发挥其举发奸邪、弹劾不

法的作用。都察院是清朝最高监察机

关，设左都御史为主官，左副都御史

为副主官。下设十五道御史和六科给

事中、五城察院等。六科给事中“稽

查六部百司之事”，十五道监察御史

“纠察内外百司之官邪”，合称“科

道”。地方总督、巡抚各带有监察御史

衔，是地方最高监察官。

有清一代最重要的监察立法当属

《钦定台规》，分为训典、宪纲、六

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

等八类。它是秦汉以来监察立法之大

成，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

监察法典，也是世界制度史上所仅见

的如此完整的封建监察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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